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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失衡背景下农民工心理
失范的性别差异研究

李卫东　李树茁　Ｍ．Ｗ．费尔德曼

作者１：李卫东　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犃狌狋犺狅狉１：犔犐犠犲犻犱狅狀犵，犛犮犺狅狅犾狅犳犕犪狀犪犵犲犿犲狀狋，

犡犻’犪狀犑犻犪狅狋狅狀犵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犈犿犪犻犾：犾犻狀犮犺犲狀犾犻＠狊狋狌．狓犼狋狌．犲犱狌．犮狀；作者２：李树茁　西安交通大学人

口与发展研究所（犃狌狋犺狅狉２：犔犐犛犺狌狕犺狌狅，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犲狅犳犘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犇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犡犻’犪狀犑犻犪狅狋狅狀犵

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作者３：犕．犠．费尔德曼　美国斯坦福大学莫里森人口与资源研究所（犃狌狋犺狅狉３：

犕犪狉犮狌狊犠．犉犲犾犱犿犪狀，犕狅狉狉犻狊狅狀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犲犳狅狉犘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犚犲狊狅狌狉犮犲犛狋狌犱犻犲狊，犛狋犪狀犳狅狉犱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

本研究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０８牔犣犇０４８）和西安交通大学“９８５工程”三期重点项目资助。

［犜犺犲狉犲狊犲犪狉犮犺狑犪狊狊狌狆狆狅狉狋犲犱犫狔狋犺犲犖犪狋犻狅狀犪犾犛狅犮犻犪犾犛犮犻犲狀犮犲犉狌狀犱狅犳犆犺犻狀犪（０８牔犣犇０４８）犪狀犱

犘狉狅犼犲犮狋９８５犐犐犐狅犳犡犻’犪狀犑犻犪狅狋狅狀犵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

《社会》匿名审稿人给本文提出了建设性的修改建议，在此表示感谢。文责自负。

摘　要：本文从角色视角，利用调查数据，分析性别失衡背景下农民工心理失

范的性别差异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性别、婚姻状况和与“养家糊口”相关的社

会角色及特征对农民工的心理失范具有显著影响，其中，男性的心理失范程度

要比女性严重，婚姻状态对农民工的心理失范影响没有性别差异，与“养家糊

口”相关的社会角色及特征对农民工心理失范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研究进一

步发展了暴露差异理论与脆弱性差异理论，认为社会角色与性别角色变迁的不

一致导致了角色紧张的出现，从而导致心理失范及其影响因素的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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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有关心理福利的性别差异研究多强调角色紧张和角色间的不协调，这与失范的基本逻

辑———期望与结构之间的不协调是一致的，本文引用了心理福利相关的研究理论，文中会出

现“心理福利”这一术语。

一、问题的提出

许多有关心理福利和心理失范的研究发现，１西方社会女性的心

理失范要比男性严重（犌狅狏犲，１９７２；犚狔犪狀，１９８１；犔犲犲，１９９８；犇犲犞犪狌狊，

２００２；犛犻犿狅狀，２００２）。社会学家大多从角色分工的视角解释心理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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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别差异，研究普遍认为，女性的心理状态不如男性主要是由于女性

被封闭在低价值回报的家庭角色中，即使是扮演了部分家庭外的社会

角色，也容易与其家庭角色发生冲突（犌狅狏犲，１９７２，１９７８；犜犺狅犻狋狊，１９８６），

个体社会化的性别差异可能导致女性出现更多的健康问题（犜狌狉狀犲狉

犪狀犱犃狏犻狊狅狀，１９８９；犕犮犇狅狀狅狌犵犺犪狀犱犠犪犾狋犲狉狊，２００１）。以上基于西方工

业化社会背景的研究的基础是性别角色和社会角色在两性间分配的差

异，虽然国内研究也有类似结论（赵延东，２００８；王甫勤，２０１２），但并不

是专门探讨心理失范的性别差异，结论也仅是针对所有群体。

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阶段，受人口流动和户籍制度的双重影响，庞

大的农民工群体使传统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逐渐演变为三元社会结构

（徐明华等，２００３）。农民工往返于城乡，传统与现代的不断转换使其

社会角色和性别角色变得更为复杂。一方面，城乡流动为农民工带来

更多选择社会角色的机会；另一方面，农民工群体依然带有传统性别

角色的烙印，“养家糊口”依然是男性的主要责任，流动对男性的影响可

能要大于女性。此外，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还面临着出生

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的问题。性别失衡会导致相当部分成年男性因找

不到初婚对象而被迫失婚（李树茁等，２００６），而面临失婚的男性相当一

部分积聚在农村地区（李树茁等，２００６；韦艳等，２００８；李艳等，２００９），这

些人也可能会以农民工身份流入城市。因此，要理解当前农民工的心

理失范，需要深入考察人口流动和性别失衡对农民工群体社会角色的

分配和扮演的影响。

综上所述，有几个问题需要回答：第一，农民工群体的心理失范是否

存在性别差异，女性的心理失范是否比男性严重；第二，婚姻状态对农民

工的心理失范是否有直接影响，这种影响是否存在性别差异；第三，与

“养家糊口”相关的社会角色对心理失范的影响存在哪些性别差异。

二、文献评述

（一）心理失范不平等的影响因素

默顿（犕犲狉狋狅狀，１９３８）从社会结构的层面提出了失范理论，他认为

文化目标与制度化手段之间的不协调会导致越轨或失范。默顿进一步

指出，由于社会机会在不同阶层中分布不平等，底层社会成员因为缺少

合法的社会机会更可能会出现失范现象。索罗尔等学者在默顿的失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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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基础上，从微观层面建构了一套失范量表，可以直接测量个体面对

社会结构失范时产生的一种社会心理状态（犛狉狅犾犲，１９５６；犜狉犪狏犻狊，１９９３）。

其内在逻辑是，由于机会在社会结构中分配不平等，相对于社会经济地

位较高的人，底层社会成员往往缺乏足够的机会成功。发展受阻使他

们产生挫折感，进而导致心理失范。一些研究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检验

默顿的失范理论，发现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越低，心理失范越严重

（犛犻犿狆狊狅狀，１９７０；犚狌狊犺犻狀犵，１９７１；犠犻犾狊狅狀，１９７１）。

以上研究主要关注社会经济地位与心理失范的关系，除了经济成

功，婚姻成功也是个人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婚姻目标受挫同样会导致

心理失范（犌犪狉狔犔犲犲，１９７４）。有关婚姻与健康关系的研究发现，已婚

者比未婚者拥有更好的生活质量，心理也更健康（犌犾犲狀狀犪狀犱犠犲犪狏犲狉，

１９８８；犆狅狅犿犫狊，１９９１；犛狌狀犻犔犲犲，１９９８；犛犮犺狅犲狀犫狅狉狀，２００４），这支持了盖·

李（犌犪狉狔犔犲犲）的观点。在解释这种关系时有两种竞争性假设：选择假

设与因果假设。选择假设认为，婚姻和健康没有直接关系，婚姻与心理

健康的关系是社会选择的结果；情感成熟和身体健康的人容易结婚并

获得快乐，心理状态也更好（犌狅狏犲，犲狋犪犾．，１９８３）；情感不稳定和身体残

疾的人更可能失婚（犕犪狉狋犻狀，１９７６），即使结婚也更容易出现婚姻紧张和

破裂（犕犪狊狋犲犽犪犪狊犪，１９９２）。尽管部分研究支持了该假设，但婚姻对健康

影响的因果假设并没有被排斥（犕犪狊狋犲犽犪犪狊犪，１９９２），大多数研究都发现

婚姻可以改善心理健康（犆狅狅犿犫狊，１９９１）。婚姻一方面将双方融入对方

的社会关系中，扩大了物质和情感的社会支持网；另一方面也增强了个

人的自我效能感，提高了应对压力的能力。这使得个体免受客观世界

中的无秩序和隔离的影响（犚狔犪狀，１９８１），社会因果关系和选择过程因

而可能同时发挥作用（犆狅狋狋狅狀，１９９９）。

上述研究主要针对的是西方社会中的所有群体，而另一些研究则

关注农民工等移民群体，发现流动经历也会影响个体的心理状况，其中

流动时间反映其流动历史及城市适应能力。研究发现，城市适应过程

存在时间效应，个体迁移后的一到两年内最容易出现心理和行为混乱。

随着流动时间的延长，其适应能力会逐渐增强，心理和行为混乱的状况

也会有所好转（犎狌狉犺犪狀犱犓犻犿，１９９０；张海波、童星，２００６）。就业的稳定

性代表农民工能否在城市立足，实现事业和经济成功，研究发现，失业

和半失业不仅会使个人出现财政危机（犠犪狉狉，１９８７；犕犮犓犲犲犚狔犪狀，

·４·

社会·２０１３·３



犲狋犪犾．，２００５），还会导致社会关系隔离（犑犪犺狅犱犪，１９８２），使个体出现支持

资源短缺，遭受来自危机事件的负面影响（犠犻狀犽犲犾犿犪狀狀，２００９）。相对

剥夺感也会影响心理状态，当个体获得的实际价值与其所在群体中形

成的价值期待存在较大差距时，在比较过程中就容易出现相对剥夺感，

进而使个体出现焦虑和抑郁等心理问题（犠犪犵狊犪犳犳犪狀犱犇狅狅狉狊犾犪犲，２０００；

犛狋狌狉犿犪狀犱犌狉犲狊犲狀狕，２００２；犔狅狉犪狀狋，犲狋犪犾．，２００３；犈犻犫狀犲狉，犲狋犪犾．，２００４）。

此外，研究还发现了社会支持和年龄等对个体心理状况的影响，社会支

持可以改善个体的心理状况（犔犻狀，犲狋犪犾．，１９７９；赵延东，２００８），它可以

通过提高个体能够感知的应对能力影响其对压力事件的主观评价，在

压力事件和健康之间起缓冲作用，减少负面影响（犆狅犺犲狀犪狀犱犕犮犓犪狔，

１９８４），其中正式组织参与和社区活动参与是重要的社会资源（犔犻狀，

犲狋犪犾．，１９７９；赵延东，２００８）。年龄与心理健康也存在正向关系，年龄

大的人比年轻人可以更好地控制情感（犔犪狑狋狅狀，１９９６）。

可见，西方学界对心理失范的研究已较为深入，并有众多重要发

现，而且有关农民工等移民群体心理状况的研究发现提醒我们需要关

注农民工群体的心理失范。中国当前性别失衡背景下的人口流动形塑

着社会成员的社会角色，改变着传统的性别分工，而已有相关研究较少

关注农民工的心理失范及其性别差异问题。

（二）角色视角下的性别分割机制

角色是社会对身份人的行为期待，既定的角色负载着既定的责任

和义务。角色总是依托于特定的地位，因而角色又蕴含着资源和权力。

社会分工导致男性与女性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不同性别承担的责任

和义务不同，拥有不同的资源和权力。角色的性别分割被广泛用于解

释心理福利的性别差异问题（犛狌狀犻犔犲犲，１９９８；犇犲犞犪狌狊，２００２；犛犻犿狅狀，

２００２），其中暴露差异假设和脆弱性差异假设是两大主要解释理论。

１．暴露差异假设

该理论主要从社会角色的性别分工角度，解释资源与权力的不平

等分配如何让女性更容易遭遇心理紧张。该理论认为，女性有更大的

心理问题是因为其社会角色所负载的资源不足且容易出现紧张（犃狉犫犲狉

犪狀犱犆狅狅狆犲狉，１９９９；犇犲狀狋狅狀，犲狋犪犾．，２００４）。角色放大理论认为，多元的

社会角色提供了不同的社会资源与支持，可以使个体更好应对各种角

色需求，减少角色紧张的风险（犜犺狅犻狋狊，１９８６；犠犪犾犱狉狅狀犪狀犱犑犪犮狅犫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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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９），但角色紧张理论认为，多元的社会角色也会导致角色负荷过重，

使个体遭遇角色紧张和角色冲突的风险增加（犘犲犪狉犾犻狀，１９７５；犚犪犱犾狅犳犳，

１９７５）。在传统的性别角色期待下，多数女性被束缚在家庭主妇的角色

中，主要工作是照顾家庭，男性则可以从家庭和工作中获得满足感

（犌狅狏犲犪狀犱犜狌犱狅狉，１９７３；犇犲狀狋狅狀犪狀犱犠犪犾狋犲狉狊，１９９９）。社会角色在性别

间的不平等分配使女性所拥有的社会资源与权力少于男性，并更可能

遭遇各种社会紧张，进而影响到自己的心理状况。但有研究发现，虽然

女性社会参与机会增多会使其社会角色增多，却没有降低女性与男性

间心理健康的不平等程度。那些已婚、在职和家庭有小孩的女性的心

理抑郁程度不仅高于没有小孩的女性（犓犲狊狊犾犲狉犪狀犱犕犮犚犪犲，１９８２），也显

著高于男性（犜犺狅犻狋狊，１９８６）。虽然就业可能会增加女性的资源与权力，

改变家庭中的权力对比，但社会对女性的期待依然是要更多扮演家庭

角色。因而，许多在职女性除了工作外，还要承担大量家庭工作，这可

能导致女性面临更多的角色冲突与角色紧张，抵消了就业带来的资源

与权力的效应。这些研究大多用婚姻、职业等变量测量家庭和社会角

色。根据暴露差异假设的逻辑，当两性间社会角色趋同时，其心理失范

也会趋同，但也有一些研究发现这个假设只能部分解释心理状况的性

别差异（犕犮犇狅狀狅狌犵犺犪狀犱犠犪犾狋犲狉狊，２００１；犠犪犾狋犲狉狊，犲狋犪犾．，２００２）。

２．脆弱性差异假设

该理论认为，社会化的性别差异使得两性应对外在环境的能力和

方式存在不同，从而导致两性心理福利的差异。例如，与男性相比，高

收入、全职工作、照看小孩和社会支持对预测女性的健康更为重要

（犇犲狀狋狅狀犪狀犱犠犪犾狋犲狉狊，１９９９；犘狉狌狊犪狀犱犌犲犲，２００３），体重和不运动对女性

心理健康的影响更大（犇犲狀狋狅狀犪狀犱犠犪犾狋犲狉狊，１９９９）。此外，由于性别角

色社会化差异，两性对冲突和紧张的体验也不同，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

对生活困境表现出自责感（犐犮犽犲狊犪狀犱犔犪狔犱犲狀，１９７８）、无助感和绝望感

（犅狉狅狑狀犪狀犱犎犪狉狉犻狊，１９７８；犚犪犱犾狅犳犳，１９７５，１９８０；犓犾犲狉犿犪狀犪狀犱犠犲犻狊狊犿犪狀，

１９８０；犕犪犽狅狑狊犽狔，１９８０）。还有研究显示，对待持续的关系紧张和经济

问题的反应也存在性别差异，女性面对人际困难时会出现更多心理问

题（犚犪犱犾狅犳犳犪狀犱犚犪犲，１９８１；犓犲狊狊犾犲狉犪狀犱犕犮犔犲狅犱，１９８４；犖犲狑犿犪狀狀，１９８４），而

男性在一些与“养家糊口”相关的角色功能方面会有更多心理问题，也

更可能提及财政危机并做出反应（犓犲狊狊犾犲狉犪狀犱犕犮犔犲狅犱，１９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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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种理论的逻辑表明，两性间的不平等不仅源于社会角色的

不平等分配，也源自性别角色期待可能导致的角色紧张与冲突的不平

等分配。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主要遵循“男主外，女主内”的角色分工。

当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后，传统的社会角色性别分工发生改变，但性别

角色变化并不会与社会角色同步，这种不协调的变迁可能会使两性间

的资源与权力对比发生变化，进而可能导致性别间心理失范的分布差

异。因而，该理论逻辑对于中国农民工群体中心理失范的性别差异分

布也有较强的适用性和解释力。

三、性别失衡、人口流动与农民工的心理失范

在当下中国社会，性别结构失衡和社会转型带来的人口流动是影

响两性心理失范的重要结构性因素，它可能会改变性别角色和社会角

色在两性间的分配。流动前，农民主要是根据“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

扮演社会角色；流动后，进城务工的女性农民工获得了一份新职业，传

统的性别角色分工逐渐瓦解。相对于流动前，她们选择其他社会角色

的机会增多，缩小了与男性社会角色的距离。根据暴露差异假设的内

在逻辑，当农民工扮演的社会角色的性别差异缩小，角色紧张的性别差

异就可能同样变小。而因为文化变迁的滞后性，社会对两性性别角色

期待的差异并不会同步缩小，社会对男女在家庭中的角色期待依然分

别是“养家糊口”和“照看家庭”。这种社会角色与性别角色分配的不一

致，更可能导致男性出现角色期待的不协调。此外，性别失衡将导致

２０１３年之后平均每年大约有１２０万的男性在婚姻市场上找不到初婚

对象（李树茁等，２００６），这会使男性遭遇结构性婚姻挤压，提高女性在

婚姻市场中的议价能力，这些都可能对两性的自我效能感产生影响。

女性可能因为资源的增加提高自我效能感进而提高心理满意度，男性

则会产生心理失范。因此提出：

２．文献评述部分也论述了婚姻与心理状况之间的关系，这里不再赘述。

假设１：在性别失衡背景下，男性农民工的心理失范比女性严重。

尽管已有研究表明，未婚对两性的心理状况都会产生负面影响，２

但在普婚制文化背景下，性别失衡导致的过剩男性在婚姻市场中无法

找到合适的婚配对象，这使未婚不仅意味着缺少来自家庭的支持，也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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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一部分未婚男性可能被迫终生失婚，成为性别失衡的直接受害者

（犛犽犻狀狀犲，２００２）。其中，那些超过正常结婚年龄还处于未婚状态的农村

男性，大多是因为适龄婚配女性的短缺而被迫单身，这部分人的婚姻状

态可称为失婚。而女性群体并不会遭遇结构性失婚，因此未婚对心理失

范的影响就可能存在性别差异。据此提出：

３．当前外出务工的女性农民工很多是单身，即使是已婚且有小孩的女性，往往也是将小孩留

在老家，这使女性可以从家庭劳动中解脱出来，实现完全地被雇佣。

假设２：在性别失衡背景下，失婚是造成农民工心理失范性别差异

的重要影响因素。

男性农民工从农村流动到城市，虽然改变了职业类型，但基于性别

与“养家糊口”相关的角色期待并没有减弱，社会角色与性别角色期待

的不协调性反而会使男性容易遭遇角色紧张（犓犲狊狊犾犲狉犪狀犱犕犮犔犲狅犱，

１９８４）；而流动到城市的女性农民工已经跳脱家庭角色，３来自社会角

色与性别角色期待间的不协调要少很多。因而，在农民工群体中，那些

可能影响到“养家糊口”角色期望实现的相关角色和特征对不同性别的

影响可能也是不同的。教育水平、职业类型和收入等与经济地位相关

的因素对农民工达到“养家糊口”的角色期待具有重要影响。由于男性

承担着“养家糊口”的首要责任，所以在遭遇困难时面临的压力会更大，

因而男性对这种角色影响的反应可能会与女性不同。据此提出：

假设３：与社会经济地位相关的角色是农民工心理失范性别差异

的重要影响因素。

城市适应也是一种生存性问题，在前面文献评述部分已提到，流动

时间、就业状况和相对剥夺感等流动经历都会影响农民工的城市适应

性。当农民工在城市中遇到流动时间短、就业不稳定和相对剥夺等问

题时，有可能会陷入生存困境，甚至被迫退出城市，本文将这类流动经

历称为流动困境。当男性在遭遇可能影响其在城市中生存与发展的流

动困境时，会感受到更大的社会和心理压力，因而面对来自流动经历的

影响时也可能与女性不同。据此提出：

假设４：流动经历是农民工心理失范性别差异的重要影响要因素。

两性社会化的差异也是理解心理失范性别差异的重要因素。社会

化理论认为，个体的行为和态度都是社会化过程塑造的结果。在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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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别角色社会化背景下，男性往往被看做是“养家糊口”的责任人，在

社会化过程中“鼓励其更理性、专横、积累和竞争”（洪大用、肖晨阳，

２００７：１１５），这种观念一旦内化，就可能使得男性形成工具性的行事风

格并扩展到社会交往参与中，更可能倾向于参与社会化程度较高和社

会资源含量较高的正式组织或活动。而女性往往被期待成为“贤妻良

母”，在社会化过程中鼓励其要“更富有同情心，更具养育、保护和合作

的性格”（洪大用、肖晨阳，２００７：１１５），这种“母性气质”使其在社会交往

参与中更可能倾向参与表意型社会组织和活动，即参与社会化程度较

低和关系较为亲密的非正式组织或活动。据此提出：

假设５：资源型社会参与和表意型社会参与是农民工心理失范性

别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

４．根据２００９年犡市统计年鉴提供的暂住人口数据计算的性别比为１１９，根据犢区街道办事

处提供的数据计算出来的外来人口性别比是１２２，由此可以推断犢区外来人口性别比数据基

本正确。另外，一般认为总人口的性别比在１００－１０２，出生人口性别比在１００－１０７属于正

常范围，因而可以认定犢区外来人口性别比为１２２是性别结构严重失衡。

四、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数据

本文的数据来自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２００９年在福建

省犡市犢区的调查。犢区外来人口高度聚集，有５１．４万人，占全区总

人口的７２．４１％，是福建省外来人口比例最高的区县之一，外来人口的

性别比是１２２，４性别结构严重失衡，是理想的调查地点。

调查选择犡市户籍在农村和年龄在１６周岁及以上的农民工为被

调查对象。由于被调查对象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为提高样本的代表性，

调查采用较宽松的配额抽样方法。首先根据街道和居委会提供的农村

流动人口出租屋登记名册（抽样框）进行普查，同时对未婚和已婚的流

动人口按男女比例及婚姻状况从抽样框中进行等比抽样，然后分别在

社区和农民工工作所在单位同时调查。这样既较好地覆盖了所有的职

业，也很好地反映了农民工的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和婚姻状态。调查最

终获得１５０７个样本，其中男性８９９人，女性６０８人。基于研究的需

要，剔除了１６个职业为家庭主妇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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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量

１．因变量：心理失范　采用 犕犗犛失范短量表，该量表是在边际

性概念的基础上融合失范与隔离这两个理论而建立的一套新量表，

其信度和效度都较高，５也符合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人口流动背景下

的社会情境。具体包括“最近我觉得很孤单”、“我经常觉得自己被别

人看不起”、“我找不到真正关心我的人”、“我不愿意被社会的各种规

则所约束”、“这段时间我很难分清是非”、“我觉得自己最近一切都很

顺利”和“我希望自己是重要的人”。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

的五个选项分别赋值为１－５，然后将题项得分加总，得分越高，代表

心理失范越严重。

５．详见犜狉犪狏犻狊，１９９３。

６．根据农村地区男性和女性结婚年龄的分布，本文将男性和女性年龄分别在２８周岁和２６

周岁以下未婚的称为“适龄未婚”，两个年龄之上（含２８岁和２６岁）未婚的称为“大龄未婚”。

７．调查对象中相当部分是“自雇经营”，还有少部分被调查者问卷填答是“小私营企业主”，这

两类职业虽有所差别，但也存在共同特征，即有自己的资产，考虑到样本数量的问题，变量操

作化时，将这两类合并为“有产者”。

８．数据来源：犺狋狋狆：／／狑狑狑．犮狇狉犾．犮狀／犛犺狅狑犐狀犳狅．犪狊狆？犖犐犇＝１６３７．

２．自变量 包括性别、婚姻状态和与“养家糊口”相关的社会角色及

特征。以前的研究多把“婚姻状态”操作化为“已婚”和“未婚”，但在性

别失衡背景下，未婚中存在一定比例的被迫失婚或成婚困难者，这些人

往往是年龄已超过正常结婚年龄，但依然处于未婚状态，因此，本文将

婚姻状况划分为三类（适龄未婚＝１、大龄未婚＝２和已婚＝３）。６社会

经济地位与“养家糊口”的社会角色直接关联，本文的社会经济地位包

括职业、收入和教育三类变量。其中职业是根据赖特（２００６）的经济资

产、组织资产和技术资产的三维标准分为三类（体力劳动者＝１、管理技

术人员＝２、有产者＝３）。７根据２００７年犡市农民工月工资（１５９１元）８

和２０１１年最低工资（１１００元），本文将月收入分为三类，将月收入在

１５００元以下定义为低收入，赋值为１；１５０１－３０００元定义为中等收

入，赋值为２；３００１元以上定义为高收入，赋值为３。教育划分为三类

（小学及以下＝３、中学或中专＝２、大专及以上＝１）。农民工的流动经

历对城市社会的适应和实现“养家糊口”的角色期待也有重要影响。本

文定义了三类流动经历：流动时间、就业状况和相对剥夺感。借鉴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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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犎狌狉犺犪狀犱犓犻犿，１９９０），本文将流动时间分为“流动时间短”（不到

２年）和“流动时间长”（超过２年）；根据法定工作时间，本文将周工作

日少于４天代表“就业不稳”，５天及以上代表“就业稳定”；性别失衡背

景下农民工的相对剥夺感涉及社会经济地位相对剥夺感和婚恋相对剥

夺感，包括４个题项，分别是：与同龄打工者相比“觉得与异性约会或交

往困难的程度”、“觉得对异性的吸引力大小”、“个人收入和经济状况好

差”和“父母经济状况好差”，采用李克特量表，分别赋值为１－５，对题

项进行加总，得分越高，相对剥夺感越低。社会参与定义了两类，分别

是资源型正式组织参与和表意型社区活动参与，其中正式组织参与和

社区活动参与都是虚拟变量（不参与＝１）。本文中正式组织包括党组

织、工会和规范的同乡组织，它们可能会给个人发展带来资源和机会，

因此定义为资源型正式组织；而社区活动主要包括社区或单位组织的

联谊活动，偏向于情感交流，因此定义为表意型社区活动。

３．控制变量 包括健康状况和年龄。健康状况是虚拟变量，操作化

为“是否有慢性病”（有＝１）。年龄是连续变量。

所有变量的类别、测度和统计数据参见表１。

（三）方法

为验证在性别失衡和人口流动背景下，农民工的心理失范以及婚

姻状态和与“养家糊口”相关的社会角色对其心理失范的影响是否存在

性别差异，本研究分三步进行：第一步从性别、婚姻状况和与“养家糊

口”相关的社会角色及特征三个方面描述农民工的心理失范；第二步主

要分析这三个变量对农民工心理失范的影响；第三步分析婚姻状态和

与“养家糊口”相关的社会角色及特征对心理失范的影响是否存在性别

差异。本文建立１０个犗犔犛回归模型，模型１到模型４是分析农民工

心理失范的影响因素，模型１作为基准模型，仅放入控制变量，估计控

制变量的影响；模型２在模型１基础上纳入性别，观察性别的影响；模

型３是估计婚姻状态的影响；模型４纳入与“养家糊口”相关的社会角

色及特征，观测各影响因素的净效应；模型５到模型１０是分析心理失

范影响因素的性别差异，其中模型５到模型７是估计男性农民工心理

失范的影响因素，模型８到模型１０是估计女性农民工心理失范的影响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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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失衡背景下农民工心理失范的性别差异研究



书书书

表
１
：
变
量
的
定
义
、
测
度
和
描
述
性
统
计
（ 犖
＝
１
１
８
１
）

变
量

总
样
本

男
性

女
性

变
量

总
样
本

男
性

女
性

因
变
量

社
会
参
与

失
范

１
７
．５
０
（ ５
．６
）

１
７
．９
０
（ ５
．４
）

１
６
．９
０
（ ５
．４
）

　
正
式
组
织
参
与

自
变
量

　
　
有

１
４
．１
０

１
６
．１
５

１
１
．１
６

婚
姻
状
态

　
　
没
有

８
５
．８
６

８
３
．８
５

８
８
．８
４

　
已
婚

４
８
．０
９

４
３
．４
８

５
４
．９
５

　
社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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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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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适
龄
未
婚

３
６
．７
５

３
４
．１
４

４
０
．６
３

　
　
有

４
５
．７
２

４
６
．１
８

４
５
．０
５

　
大
龄
未
婚

１
５
．１
６

２
２
．３
８

４
．４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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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５
４
．３
０

５
３
．８
２

　
５
４
．９
５

性
别

流
动
经
历

　
女

４
０
．２
２

　
流
动
时
间

　
男

５
９
．７
８

　
　
长

８
１
．４
６

８
２
．８
６

７
９
．３
７

与
“
养
家
糊
口
”
相
关
的

社
会
角
色
及
特
征

　
　
短

１
８
．５
４

１
７
．１
４

２
０
．６
３

　
社
会
经
济
地
位

　
就
业
状
况

　
　
职
业

　
　
稳
定

９
６
．７
８

９
８
．１
６

９
４
．７
４

　
　
　
有
产
者

７
６
．４
６

７
４
．０
８

８
０
．０
０

　
　
不
稳
定

３
．２
２

１
．８
４

５
．２
６

　
　
　
管
理
技
术
人
员

５
．０
０

１
８
．４
１

１
８
．７
４

　
相
对
剥
夺
感

１
２
．１
０
（ １
．４
）

１
２
．０
０
（ １
．５
）

１
２
．１
０
（ １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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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者

１
８
．５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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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１

１
．２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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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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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变
量

　
　
　
小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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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下

８
．８
１

８
．３
６

９
．４
７

个
体
特
征

　
　
　
中
学
或
中
专

８
１
．２
０

７
８
．３
３

８
５
．４
７

　
年
龄

２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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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

２
９
．９
（ ７
．９
）

２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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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１
）

　
　
　
大
学
及
以
上

９
．９
９

１
３
．３
１

５
．０
５

　
慢
性
病

　
　
收
入

　
　
没
有

９
５
．５
１

９
５
．４
７

９
５
．５
８

　
　
　
高
收
入

４
７
．１
６

３
５
．１
３

６
５
．０
５

　
　
有

４
．４
９

４
．５
３

４
．４
２

　
　
　
中
等
收
入

４
５
．３
０

５
４
．３
９

３
１
．７
９

　
　
　
低
收
入

７
．５
４

１
０
．４
８

３
．１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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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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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在
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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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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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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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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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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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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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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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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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
括
号
内
为
标
准
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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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数据分析结果

（一）农民工婚姻状态、与“养家糊口”相关的社会角色及特

　　 征的心理失范的性别差异

　　表２是各类特征的农民工心理失范的分布情况。从农民工的社会

角色及特征对心理失范影响的性别差异的角度看，男性心理失范程度

要普遍高于女性，特别是与农民工“养家糊口”相关的社会角色及特

征———职业、收入、教育和就业状态等对心理失范的影响，男性要明显

高于女性。从婚姻状态看，农民工群体中的未婚者，特别是大龄未婚者

的心理失范要显著高于已婚者。就社会经济地位而言，在男性农民工

群体中，有产者和体力劳动者的心理失范水平要显著高于管理技术人

员；高收入者的心理失范水平要显著高于中低收入者；教育程度在小学

及以下者的心理失范水平要显著低于教育程度为中学以上者，而女性

农民工群体中并不存在这种差异。从流动经历看，流动时间长的农民

表２：农民工婚姻状态、与“养家糊口”相关的

　　　　　　　　　　　 社会角色及特征的心理失范均值

变量 男 女 变量 男 女

婚姻状态 流动经历

　已婚 １５．９９ １５．９２ 　流动时间

　适龄未婚 １９．２４ １７．８９ 　　长 １７．５２ １６．５７

　大龄未婚 １９．８７ １９．３２ 　　短 １９．８７ １７．９５

社会经济地位 　就业状况

　职业 　　稳定 １７．８４ １６．７９

　　有产者 １８．３４ １６．９５ 　　不稳定 ２１．６９ １７．５４

　　管理技术人员 １６．１２ １６．７１ 社会参与

　　体力劳动者 １８．２４＋ １４．５ 　正式组织参与

　收入 　　有 １７．１２ １５．３５

　　高收入 １９．１９ １６．９１ 　　没有 １８．０３＋ １７．０２

　　中等收入 １７．２５ １６．７０ 　社区活动参与

　　低收入 １７．０６ １７ 　　有 １７．５７ １６．２０

　教育 　　没有 １８．１７ １７．３７

　　小学及以下 １５．５７ １６．２２

　　中学或中专 １８．０２ １６．９５

　　大学及以上 １８．９５ １６．２４

样本 ７０６ ４７５ ７０６ ４７５

　　　　注：１．＋狆＜０．１，狆＜０．０５，狆＜０．０１，狆＜０．００１；

２．两个独立样本采用狋检验，多个独立样本采用犉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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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比流动时间短的心理失范水平显著较高；仅在男性农民工群体中就

业不稳定者的心理失范水平会显著高于就业稳定者。从社会参与方面

看，农民工群体中没有参与正式组织者心理失范水平都显著高于参与

者，但仅在女性农民工中没有参与社区活动者的心理失范水平会显著

高于参与者。

（二）农民工心理失范的影响因素

为了估计性别、婚姻状态和与“养家糊口”相关的社会角色及特征

对农民工心理失范的影响，笔者使用嵌套模型建立了４个回归模型：模

型１是基准模型，从模型２到模型４，逐步加入性别、婚姻状态和与“养

家糊口”相关的社会角色及特征变量，以观察自变量对模型解释力的贡

献和净效应。

表３报告了农民工心理失范的影响因素。模型１显示，年龄和健

康会显著影响农民工的心理失范，其中年龄与心理失范负相关，慢性病

与心理失范正相关；模型２在纳入了性别变量后，发现农民工的心理失

范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男性的心理失范水平要高出女性１．３８个单

位，模型的解释力提高了１．６％；模型３在模型２的基础上加入婚姻状

态变量，发现婚姻状态对农民工的心理失范具有显著影响，和已婚者相

比，适龄未婚者心理失范水平会增加２．４４个单位，大龄未婚者则会增

加３．４５个单位。婚姻状态变量对模型的解释力贡献了４．１％，但年龄

对心理失范影响不再显著；模型４在模型３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与“养家

糊口”相关的社会角色及特征变量，包括社会经济地位（收入、职业和教

育）、社会参与（正式组织参与和社区活动参与）和流动经历（流动时间、

就业状况和相对剥夺感），结果显示，这些变量提高了模型近４％的解

释力。具体来看，收入和职业对农民工的心理失范的影响不显著，但教

育影响显著，相对于小学及以下的教育水平，受教育达到中学水平和大

学水平的农民工的心理失范水平要分别增加１．３０个和１．８４个单位；

社会参与的不足也会显著提高农民工的心理失范水平，没有参与正式

组织和没有参与社区活动心理失范水平会分别增加１．０２个和０．６７个

单位；流动时间短和不稳定就业心理失范水平会分别增加０．９５个和

２．２５个单位；低相对剥夺感会显著降低心理失范水平。

表３的结果显示，个体的健康、性别和婚姻状态会显著影响农民工

的心理失范水平；男性农民工的心理失范要显著高于女性；大龄未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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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农民工心理失范的影响因素（犖＝１１８１）

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个人特征

　年龄 －０．１０ （０．０２）－０．１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３）

　慢性病（没有）

　　有 ２．５２ （０．７６） ２．５９（０．７６） ２．４４（０．７４） ２．２７ （０．７５）

性别（女）

　男 １．３８ （０．３２） ０．６６ （０．３３） ０．６７ （０．３５）

婚姻（已婚）

　适龄未婚 ２．４４（０．４９） ２．００ （０．５２）

　大龄未婚 ３．４５（０．４８） ３．３７ （０．４８）

社会经济地位

　收入（高收入）

　　中等收入 －０．５４ （０．６４）

　　低收入 ０．０２ （０．６８）

　职业（有产者）

　　管理技术人员 ０．６７ （０．８２）

　　体力劳动者 ０．３９ （０．４４）

　教育（小学及以下）

　　中学／中专 １．３０ （０．５８）

　　大学 １．８４ （０．７７）

流动经历

　流动时间（长）

　　短 ０．９５ （０．４６）

　就业状况（稳定）

　　不稳定 ２．２５ （０．８８）

　相对剥夺感 －０．５０ （０．１１）

社会参与

　正式组织参与（有）

　　没有 １．０２ （０．４６）

　社区活动参与（有）

　　没有 ０．６７ （０．３２）

犮狅狀狊 １７．８３ １７．３８ １３．７８ １６．６７

犃犱犼犚狊狇狌犪狉犲犱 ０．０２６ ０．０４ ０．０８１ ０．１２

注：１．＋狆＜０．１，狆＜０．０５，狆＜０．０１，狆＜０．００１，括号内的数字为

标准误。

２．个人特征变量中的年龄和慢性病为控制变量，括号内为参照组。

的心理失范要显著高于已婚者；而与“养家糊口”相关的社会角色及特

征，如较高的教育程度、社会参与不足和流动困境都会增加农民工的心

理失范水平，这些结果初步支持了假设１。

（三）农民工心理失范影响因素的性别差异

为了估计农民工心理失范影响因素的性别差异，观察自变量对模

型解释力的贡献和净效应，笔者使用嵌套模型就不同性别的农民工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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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分别建立了６个回归模型：模型５和模型８是基准模型，模型６和模

型９是在基准模型基础上分别加入婚姻状态变量，模型７和模型１０再

加入与“养家糊口”相关的社会角色及特征变量。

表４报告了农民工心理失范的影响因素的性别差异。模型５和模

型８只估计控制变量的效应，结果显示，年龄和慢性病对不同性别农民

工的心理失范都具有显著影响。在加入婚姻状态变量后，模型６的解

释力提高了５．２％，年龄的显著性消失了，但慢性病的影响依然显著。

模型８中加入婚姻状态变量后，年龄和慢性病的显著性消失了，模型解

释力提高了２．７％，这说明年龄和慢性病因素对女性的心理失范没有

显著的影响。以上表明，健康因素对农民工心理失范的影响存在性别

差异，婚姻状态对男性农民工心理失范影响的重要性要大于女性。模

型７和模型１０在分别加入了与“养家糊口”相关的社会角色及特征变

量后，婚姻状态对不同性别农民工的心理失范依然具有显著影响。在

女性农民工群体中，相对于已婚者，适龄未婚者和大龄未婚者的心理失

范分别会增加２．０９个和２．９９个单位。男性农民工群体中，相对于已

婚者，适龄未婚者和大龄未婚者的心理失范分别会增加１．９４个和３．３８

个单位。这说明婚姻状态对不同性别农民工心理失范的影响机制是一

致的，假设２并没有得到支持。

在社会经济地位方面，收入对不同性别农民工心理失范的影响都

不显著，但低收入对女性的影响是负向的，对男性的影响是正向的。这

说明，虽然收入对不同性别农民工心理失范的影响机制不存在显著差

异，但对男性心理失范的影响还是要大于女性。职业在０．１的显著水

平上对男性农民工心理失范具有显著影响，其中体力劳动者身份的心

理失范会增加１．０３个单位，但对女性农民工的心理失范影响不显著，

且系数是负的。这说明职业对不同性别农民工心理失范的影响存在性

别差异。教育对男性农民工的心理失范具有显著影响，其中相对于教

育水平在小学及以下的人，分别具有中学和大学教育水平的人的心理

失范会分别增加１．６１个和２．６１个单位；教育对女性农民工的心理失

范影响不显著，且大学教育水平的影响系数为负数，说明教育对农民工

心理失范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假设３得到部分支持。

从流动经历看，流动时间仅对男性农民工心理失范具有显著的影

响，其中流动时间短的心理失范会增加１．１７个单位。就业状况也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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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表
４
：
分
性
别
农
民
工
心
理
失
范
的
影
响
因
素

变
量

男
（ 犖
＝
７
０
６
）

模
型
５

模
型
６

模
型
７

女
（ 犖
＝
４
７
５
）

模
型
８

模
型
９

模
型
１
０

个
人
特
征

　
年
龄

－
０
．１
４



（ ０
．０
３
）
－
０
．０
３

（ ０
．０
４
）
－
０
．０
０
２
（ ０
．０
４
）
－
０
．０
８
２

（ ０
．０
３
）
０
．０
１
３

（ ０
．４
８
）
０
．０
２
７

（ ０
．０
５
）

　
慢
性
病
（
没
有
）

　
　
有

３
．１
１


（ １
．０
１
）

２
．９
９


（ ０
．９
９
）

２
．７
４


（ ０
．９
８
）

１
．８
４
＋

（ １
．１
３
）
１
．６
３

（ １
．１
１
）
１
．２
８

（ １
．１
９
）

婚
姻
（
已
婚
）

　
适
龄
未
婚

２
．８
８



（ ０
．６
７
）

１
．９
４


（ ０
．７
２
）

２
．１
３


（ ０
．７
１
）
２
．０
９


（ ０
．７
６
）

　
大
龄
未
婚

３
．５
８



（ ０
．５
５
）

３
．３
８



（ ０
．５
６
）

３
．５
７


（ １
．２
０
）
２
．９
９


（ １
．２
１
）

社
会
经
济
地
位

　
收
入
（
高
收
入
）

　
　
中
等
收
入

－
０
．４
３

（ ０
．７
２
）

－
０
．９
４

（ １
．５
０
）

　
　
低
收
入

０
．６
２

（ ０
．７
９
）

－
１
．１
４

（ １
．４
９
）

　
职
业
（
有
产
者
）

　
　
管
理
技
术
人
员

１
．２
９

（ ０
．９
１
）

－
１
．３
１

（ ２
．２
５
）

　
　
体
力
劳
动
者

１
．０
３
＋
（ ０
．５
７
）

－
０
．１
９
８

（ ０
．６
９
）

　
教
育
（
小
学
及
以
下
）

　
　
中
学
／
中
专

１
．６
１

（ ０
．７
８
）

０
．８
３

（ ０
．８
７
）

　
　
大
学

　
２
．６
１


（ ０
．９
６
）

－
０
．４
７

（ １
．３
８
）

流
动
经
历

　
流
动
时
间
（
长
）

　
　
短

１
．１
７
＋
（ ０
．６
３
）

０
．６
７

（ ０
．６
６
）

　
就
业
状
况
（
稳
定
）

　
　
不
稳
定

４
．１
６


（ １
．５
０
）

１
．２
２

（ １
．１
０
）

　
相
对
剥
夺
感

－
０
．４
０


（ ０
．１
４
）

－
０
．６
９



（ ０
．１
９
）

社
会
参
与

　
正
式
组
织
参
与
（
有
）

　
　
没
有

１
．０
５
＋
（ ０
．５
７
）

１
．２
１

（ ０
．７
８
）

　
社
区
活
动
参
与
（
有
）

　
　
没
有

０
．４
１

（ ０
．４
２
）

１
．０
６


（ １
．２
１
）

犮
狅
狀
狊

１
８
．７
９




１
３
．９
４




１
４
．６
３




１
７
．１
７




１
３
．７
９




２
０
．９
６




犃
犱 犼
犚
狊
狇
狌
犪狉
犲
犱

０
．０
４
６

０
．０
９
７

０
．１
４

０
．０
１
２

０
．０
３
９

０
．０
７
１

　
　
注
： １
．
＋
狆
＜
０
．０
１
，

狆
＜
０
．０
５
，


狆
＜
０
．０
１
，



狆
＜
０
．０
０
１
，
括
号
中
的
数
字
为
标
准
误
。

２
．
个
人
特
征
变
量
中
的
年
龄
和
慢
性
病
控
制
变
量
，
括
号
内
为
参
照
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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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农民工的心理失范有显著影响，其中不稳定的就业的心理失范会

增加４．１６个单位。相对剥夺感对不同性别农民工心理失范都具有显

著影响，其中相对剥夺感指数每增加１个单位，不同性别农民工的心理

失范会分别降低０．６９个和０．４０个单位。以上分析表明，流动时间和

就业状况对农民工心理失范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但相对剥夺感对男

性与女性农民工的影响是一致的，假设４基本得到支持。

从社会参与看，正式组织参与仅对男性农民工心理失范具有显著

影响，其中没有参与正式组织的人的心理失范会增加１．０５个单位。社

区活动参与仅对女性农民工心理失范具有显著影响，其中没有参与社

区活动人的心理失范水平会增加１．０６个单位。这说明正式组织参与

与社区活动参与对农民工心理失范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假设５得到

了支持。

通过表４可知，尽管婚姻状态对男性农民工心理失范的影响要大

于女性，但对不同性别农民工心理失范的影响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

与“养家糊口”相关的社会角色及特征对农民工心理失范的影响存在一

定的性别差异，其中流动时间短、就业不稳定、较高的教育程度、体力劳

动职业和正式组织参与的不足仅会显著增加男性农民工的心理失范。

就社会参与而言，正式组织参与的不足仅会显著增加男性农民工的心

理失范，而社区活动的参与不足仅会增加女性农民工的心理失范，这说

明社会参与的类型对农民工的心理失范的影响也存在性别差异。

六、结论与讨论

心理失范的性别差异研究在西方社会学界已受到广泛关注，女性

的心理状况要差于男性的结论得到许多研究的支持（犇犲狀狋狅狀，犲狋犪犾．，

２００４）。这些发现主要是基于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对一般人群的研究。

本文基于当下中国性别失衡与人口流动的社会背景，将暴露差异假设

和脆弱性差异假设相结合，分析了农民工社会角色的变化与性别角色

相对稳定的不一致对其心理失范的影响，发现农民工群体中男性心理

失范水平要高于女性，与“养家糊口”相关的角色及特征对心理失范的

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具体体现为以下五点：

第一，在农民工群体中，男性心理失范问题比女性突出。已有研究

大多认为男性比女性的心理更健康，但本文的结论正好相反，原因可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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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为当前较为特殊的社会环境。一方面，当前中国存在较为严重的性

别失衡问题，男性比例偏高会导致部分男性找不到合适的婚配对象而

面临失婚的风险；同时，女性所占比例偏低也会增加女性的在婚姻市场

中的议价能力，使其处于主动地位（桂华、余练，２０１０）。另一方面，改革

开放以来，伴随大量农村人口流动到城市务工，两性间社会角色距离逐

渐缩小，但社会对两性在家庭中的性别角色期待并没有同步缩小。在

这种背景下，女性不仅经历更少的社会角色与性别角色不协调的紧张

问题，流动前后所增加的资源与权力的相对值也要更大一些。这两个

因素的共同影响可能使男性的心理失范程度要高于女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性别失衡背景下，农村的部分失婚男性流向了城

市。面对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排斥，这部分男性

可能遭遇到来自婚姻和户籍制度的双重剥夺，从而使得他们对在城市

中的遭遇更为敏感，也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

第二，在农民工群体中，未婚者比已婚者的心理失范更严重，其中

大龄未婚者的心理失范最为严重，但婚姻状态对农民工心理失范的影

响不存在性别差异。虽然在普婚制文化背景中，性别失衡可能会加剧

部分男性的失婚风险，使其受到来自家庭内外的双重压力，出现严重的

心理失范，但本文发现婚姻状态对男性农民工心理失范的解释力更高，

并没有支持婚姻状态影响的性别差异的假设。也就是说，失婚对两性

的心理失范都有负面影响，婚姻对两性都有增益效应。部分研究发现，

由于婚姻会给女性带来更多的家庭责任，并没有显著提高女性的心理

健康。但本文发现了婚姻对女性心理失范的增益效应，其原因可能是

大多数流动已婚女性的子女不在身边，使其较少面对由于承担家庭内

外的社会角色而带来的角色紧张。就是说，减少女性面临的家庭角色

与社会角色间的冲突与紧张可以改善女性的心理失范，这点与之前解

释婚姻对女性心理福利没有增益效应的逻辑是一致的。

第三，与“养家糊口”相关的角色及特征不仅对农民工心理失范有

显著的影响，这种影响还具有性别差异。教育、职业、流动时间和就业

状况会显著增加男性农民工的心理失范水平，但对女性农民工没有显

著的影响。这表明，人口流动带来的性别角色相对稳定，和社会角色变

化不协调，也使得与“养家糊口”相关的社会角色及特征对农民工心理

失范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男性依然被期待为“养家糊口”的首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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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如果在城市中就业不稳定，会不利于其在城市立足和地位获取，这

种基于性别角色的期待与实际扮演的社会角色的差异会导致较大的角

色紧张，心理失范程度也会较高。也是基于社会对性别角色期待的差

异性，相较女性农民工而言，男性农民工对大学教育回报的期望会更

大，在面对大学教育回报失败时，其挫折感也会更大，进而显著地影响

心理失范。这里有两点值得探讨，一是教育回报的影响，大多研究发

现，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个体的心理失范程度会降低，但本文得出了

相反的结论，其原因可能与目前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社会结

构和高等教育扩招后的“文凭贬值”有关。一方面，户籍作为一项“社会

屏蔽”制度，将农民工群体排斥在城市社会资源之外（李强、唐壮，

２００２），教育的社会筛选功能被扭曲；另一方面，中国高等教育扩招后，

文凭不断贬值，受过较高教育的农民工对教育改变命运的期望很高，但

教育水平越高，农民工心理落差感反而越大，进而加剧心理失范。二是

收入的影响不显著，从逻辑上推理收入与农民工“养家糊口”责任的实

现最为密切，但本文的数据并没有支持该假设，这可能跟本文的研究群

体有关。本文将已婚和未婚人群合并在一起研究，但个体对“养家糊

口”责任承担会受到婚姻状态的影响，较之已婚人群，未婚人群的“养家

糊口”压力并不算紧迫，因此，婚姻状态可能影响到收入与心理失范间

的关系。所以，要进一步了解“养家糊口”相关的角色及特征对农民工

心理失范的影响及影响的性别差异，还需要进一步探讨不同婚姻状态

下农民工心理失范的性别差异模式。

第四，社会参与类型对农民工心理失范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其中

资源型社会参与仅对男性农民工心理失范具有显著影响，而表意型社

会参与仅对女性农民工心理失范具有显著影响。笔者认为，这种不同

可能源于两性性别角色社会化的差异，传统性别角色期望男性成为“养

家糊口”的责任人，鼓励培育理性、专横、积累和竞争的工具性气质，因

而，男性对于资源型社会参与会更积极，当其资源型社会参与不足，就

可能导致其出现较高的心理失范。而女性往往被期望成为“贤妻良

母”，被鼓励保护和合作，因而，女性更多从家庭与社区等相对紧密的人

际交往获得情感支持，当其缺乏社区活动参与时，就可能遭遇人际关系

紧张，出现心理失范。已有研究也表明，女性面对人际困难或问题时会

出现更多的抑郁问题（犓犲狊狊犾犲狉犪狀犱犕犮犔犲狅犱，１９８４；犖犲狑犿犪狀狀，１９８４）。

·０２·

社会·２０１３·３



这也说明，农民工心理失范的性别差异可能部分源于两性脆弱性差异。

第五，慢性病对心理失范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仅对男性心理失范

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笔者认为原因可归结于男性所承担的性别角色。

虽然传统的“男主外”性别角色在发生变化，但社会对男性的家庭责任

期待依然很高，健康状况直接影响到男性就业和收入。也正是基于此，

女性择偶时更看重男性的健康状况，健康状态差的男性择偶时更可能

被排斥，这些都可能导致这部分男性的心理失范更为严重。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确定，性别失衡与人口流动使女性农民工在劳

动力市场和婚姻市场中获得了更多的选择机会，男性在家庭中的权力

相对下降，促使两性间资源与权力相对关系发生变化，从而导致男性的

心理失范高于女性。同时，由于社会对两性在家庭中的角色期待不一

致，在社会角色变化有利于女性的条件下，会使得两性对与“养家糊口”

相关角色期待的反应也不同，从而导致两性心理失范发生的机制存在

差异。虽然本文的研究结论与过去相关研究不同，但其背后的作用机

制不仅没有违背暴露差异假设和脆弱性差异假设的逻辑，还通过将社

会角色与性别角色相结合，对该理论有所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本文的

研究发现也预示，随着人口流动更为畅通，女性获取家庭外社会角色机

会越来越多，有可能进一步促进女性地位的提升和男女平等。当然，本

文并没有进一步研究婚姻及与婚姻相伴的角色对心理失范的影响，所

以不能完全阐明人口流动与女性心理失范改善，乃至社会地位提升之

间的各种关系，这也是笔者未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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犌犾犲狀狀，犖狅狉狏犪犾犇．犪狀犱犆犺犪狉犾犲狊犖．犠犲犪狏犲狉．１９８８．“犜犺犲犆犺犪狀犵犻狀犵犚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犺犻狆狅犳犕犪狉犻狋犪犾犛狋犪狋狌狊狋狅

犚犲狆狅狉狋犲犱犎犪狆狆犻狀犲狊狊．”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犕犪狉狉犻犪犵犲犪狀犱狋犺犲犉犪犿犻犾狔５０（２）：３１７－３２４．

犌狅狏犲，犠犪犾狋犲狉犚．１９７２．“犜犺犲犚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犺犻狆犫犲狋狑犲犲狀犛犲狓犚狅犾犲狊，犕犪狉犻狋犪犾犛狋犪狋狌狊犪狀犱犕犲狀狋犪犾

犐犾犾狀犲狊狊．”犛狅犮犻犪犾犉狅狉犮犲狊５１（１）：３４－４４．

犌狅狏犲，犠犪犾狋犲狉犚．１９７８．“犛犲狓犇犻犳犳犲狉犲狀犮犲狊犻狀犕犲狀狋犪犾犐犾犾狀犲狊狊犪犿狅狀犵犃犱狌犾狋犕犲狀犪狀犱犠狅犿犲狀：犃狀

犈狏犪犾狌犪狋犻狅狀狅犳犉狅狌狉犙狌犲狊狋犻狅狀狊犚犪犻狊犲犱犚犲犵犪狉犱犻狀犵狋犺犲犈狏犻犱犲狀犮犲狅犳狋犺犲犎犻犵犺犲狉犚犪狋犲狊狅犳

犠狅犿犲狀．”犛狅犮犻犪犾犛犮犻犲狀犮犲牔犕犲犱犻犮犻狀犲（１２）：１８７－１９８．

犌狅狏犲，犠犪犾狋犲狉犚．犪狀犱犑犲犪狀狀犲狋狋犲犉．犜狌犱狅狉．１９７３．“犃犱狌犾狋犛犲狓犚狅犾犲狊犪狀犱犕犲狀狋犪犾．”犃犿犲狉犻犮犪狀

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狔７８（４）：８１２－８３５．

犌狅狏犲，犠犪犾狋犲狉犚．，犕犻犮犺犪犲犾犎狌犵犺犲狊，犪狀犱犆犪狉狅犾狔狀犅狉犻犵犵狊犛狋狔犾犲．１９８３．“犇狅犲狊犕犪狉狉犻犪犵犲犎犪狏犲

犘狅狊犻狋犻狏犲犈犳犳犲犮狋狊狅狀狋犺犲犘狊狔犮犺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犠犲犾犾犅犲犻狀犵狅犳狋犺犲犐狀犱犻狏犻犱狌犪犾？”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
犎犲犪犾狋犺犪狀犱犛狅犮犻犪犾犅犲犺犪狏犻狅狉２４（２）：１２２－１３１．

犎狌狉犺，犠狅狀犕狅狅犪狀犱犓狑犪狀犵犆犺狌狀犵犓犻犿．１９９０．“犃犱犪狆狋犪狋犻狅狀犛狋犪犵犲狊犪狀犱犕犲狀狋犪犾犎犲犪犾狋犺狅犳

犓狅狉犲犪狀犕犪犾犲犐犿犿犻犵狉犪狀狋狊犻狀狋犺犲犝狀犻狋犲犱犛狋犪狋犲狊．”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犕犻犵狉犪狋犻狅狀犚犲狏犻犲狑２４
（３）：４５６－４７９．

犐犮犽犲狊，犠犻犾犾犻犪犿犪狀犱犕犪狉狔犃．犔犪狔犱犲狀．１９７８．“犃狋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犪犾犛狋狔犾犲狊．”犘狆．１１９－１９２犻狀犖犲狑

犇犻狉犲犮狋犻狅狀狊犻狀犃狋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犞狅犾．２），犲犱犻狋犲犱犫狔犑．犎．犎犪狉狏犲狔，犠．犑．犐犮犽犲狊，

犪狀犱犚．犉．犓犻犱犱．犎犻犾犾狊犱犪犾犲，犖犑：犈狉犾犫犪狌犿．

犑犪犺狅犱犪，犕犪狉犻犲．１９８２．犈犿狆犾狅狔犿犲狀狋犪狀犱犝狀犲犿狆犾狅狔犿犲狀狋：犃犛狅犮犻犪犾犘狊狔犮犺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犃狀犪犾狔狊犻狊．

犆犪犿犫狉犻犱犵犲：犆犪犿犫狉犻犱犵犲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犘狉犲狊狊．

犓犲狊狊犾犲狉，犚狅狀犪犾犱犆．犪狀犱犑犪狀犲犇．犕犮犔犲狅犱．１９８４．“犛犲狓犇犻犳犳犲狉犲狀犮犲狊犻狀犞狌犾狀犲狉犪犫犻犾犻狋狔狋狅犔犻犳犲

犈狏犲狀狋狊．”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犚犲狏犻犲狑４９（５）：６２０－６３１．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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犓犲狊狊犾犲狉，犚狅狀犪犾犱犆．犪狀犱犕犪狉犻犾狔狀犈狊狊犲狓．１９８２．“犕犪狉犻狋犪犾犛狋犪狋狌狊犪狀犱犇犲狆狉犲狊狊犻狅狀：犜犺犲犐犿狆狅狉狋犪狀犮犲狅犳

犆狅狆犻狀犵犚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犛狅犮犻犪犾犉狅狉犮犲狊６１（２）：４８４－５０７．

犓犾犲狉犿犪狀，犌犲狉犪犾犱犔．犪狀犱犕狔狉狀犪犕．犠犲犻狊狊犿犪狀．１９８０．“犇犲狆狉犲狊狊犻狅狀狊犪犿狅狀犵犠狅犿犲狀：犜犺犲犻狉

犖犪狋狌狉犲犪狀犱犆犪狌狊犲狊．”犘狆．５７－９２犻狀犜犺犲犕犲狀狋犪犾犎犲犪犾狋犺狅犳犠狅犿犲狀，犲犱犻狋犲犱犫狔犕．

犌狌狋狋犲狀狋犪犵，犛．犛犪犾犪狊犻狀，犪狀犱犇．犅犲犾犾犲．犖犲狑犢狅狉犽：犃犮犪犱犲犿犻犮犘狉犲狊狊．

犔犪狑狋狅狀，犕．犘狅狑犲犾犾．１９９６．“犙狌犪犾犻狋狔狅犳犔犻犳犲犪狀犱犃犳犳犲犮狋犻狀犔犪狋犲狉犔犻犳犲．”犘狆．３２７－３４８犻狀

犎犪狀犱犫狅狅犽狅犳犈犿狅狋犻狅狀，犃犱狌犾狋犇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犪狀犱犃犵犻狀犵，犲犱犻狋犲犱犫狔犆．犕犪犵犪犻犪狀犱犛．

犎．犕犮犉犪犱犱犲狀．犛犪狀犇犻犲犵狅，犆犃：犃犮犪犱犲犿犻犮犘狉犲狊狊．

犔犲犲，犌犪狉狔犚．１９７４．“犕犪狉狉犻犪犵犲犪狀犱犃狀狅犿犻犲：犃犆犪狌狊犪犾犃狉犵狌犿犲狀狋．”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犕犪狉狉犻犪犵犲犪狀犱

犉犪犿犻犾狔３６（３）：５２３－５３２．

犔犲犲，犛狌狀犻．１９９８．“犕犪狉犻狋犪犾犛狋犪狋狌狊，犌犲狀犱犲狉，犪狀犱犛狌犫犼犲犮狋犻狏犲犙狌犪犾犻狋狔狅犳犔犻犳犲犻狀犓狅狉犲犪．”

犇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犪狀犱犛狅犮犻犲狋狔２７（２）：３５－４９．

犔犻狀，犖犪狀，犠犪犾狋犲狉犕．犈狀狊犲犾，犚狅狀犪犾犱犛．犛犻犿犲狅狀犲，犪狀犱犠犲狀犓狌狅．１９７９．“犛狅犮犻犪犾犛狌狆狆狅狉狋，

犛狋狉犲狊狊犳狌犾犔犻犳犲犈狏犲狀狋狊，犪狀犱犐犾犾狀犲狊狊：犃 犕狅犱犲犾犪狀犱犪狀犈犿狆犻狉犻犮犪犾犜犲狊狋．”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
犎犲犪犾狋犺犪狀犱犛狅犮犻犪犾犅犲犺犪狏犻狅狉２０（２）：１０８－１１９

犔狅狉犪狀狋，犞．，犇．犇犲犾犻è犵犲，犠．犈犪狋狅狀，犃．犚狅犫犲狉狋，犘．犘犺犻犾犻狆狆狅狋，犪狀犱 犕．犃狀狊狊犲犪狌．２００３．
“犛狅犮犻狅犲犮狅狀狅犿犻犮犐狀犲狇狌犪犾犻狋犻犲狊犻狀犇犲狆狉犲狊狊犻狅狀：犃犕犲狋犪犃狀犪犾狔狊犻狊．”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
犈狆犻犱犲犿犻狅犾狅犵狔１５７（２）：９８－１１２．

犕犪犽狅狑狊犽狔，犞犻狏犻犪狀犘．１９８０．“犛狋狉犲狊狊犪狀犱狋犺犲犕犲狀狋犪犾犎犲犪犾狋犺狅犳犠狅犿犲狀：犃犇犻狊犮狌狊狊犻狅狀狅犳

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犪狀犱犐狊狊狌犲狊．”犘狆．１１１－１２８犻狀犜犺犲犕犲狀狋犪犾犎犲犪犾狋犺狅犳犠狅犿犲狀，犲犱犻狋犲犱犫狔

犕犪狉犮犻犪犌狌狋狋犲狀狋犪犵，犛狌狊犪狀犛犪犾犪狊犻狀，犪狀犱犇犲犫狅狉犪犺犅犲犾犾犲．犖犲狑犢狅狉犽：犃犮犪犱犲犿犻犮犘狉犲狊狊．

犕犪狉狋犻狀，犠犪狋犲狉犜．１９７６．“犛狋犪狋狌狊犐狀狋犲犵狉犪狋犻狅狀，犛狅犮犻犪犾犛狋狉犲狊狊犪狀犱犕犲狀狋犪犾犐犾犾狀犲狊狊：犃犮犮狅狌狀狋犻狀犵犳狅狉

犕犪狉犻狋犪犾犛狋犪狋狌狊犞犪狉犻犪狋犻狅狀犻狀犕犲狀狋犪犾犎狅狊狆犻狋犪犾犻狕犪狋犻狅狀犚犪狋犲狊．”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犎犲犪犾狋犺犪狀犱

犛狅犮犻犪犾犅犲犺犪狏犻狅狉１７（３）：２８０－２９４．

犕犪狊狋犲犽犪犪狊犪，犃狉狀犲．１９９２．“犕犪狉狉犻犪犵犲犪狀犱犘狊狔犮犺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犠犲犾犾犅犲犻狀犵：犛狅犿犲犈狏犻犱犲狀犮犲狅狀犛犲犾犲犮狋犻狅狀

犻狀狋狅犕犪狉狉犻犪犵犲．”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犕犪狉狉犻犪犵犲犪狀犱犉犪犿犻犾狔５４（４）：９０１－９１１．

犕犮犇狅狀狅狌犵犺，犘犲犵犵狔犪狀犱犞犻狏犻犲狀狀犲犠犪犾狋犲狉狊．２００１．“犌犲狀犱犲狉犪狀犱犎犲犪犾狋犺：犚犲犪狊狊犲狊狊犻狀犵犘犪狋狋犲狉狀狊犪狀犱

犈狓狆犾犪狀犪狋犻狅狀狊．”犛狅犮犻犪犾犛犮犻犲狀犮犲犪狀犱犕犲犱犻犮犻狀犲（５２）：５４７－５５９．

犕犮犓犲犲犚狔犪狀，犉狉犪狀犮犲狊，犣犺犪狅犾犻犛狅狀犵，犆狅狀狀犻犲犚．犠犪狀犫犲狉犵，犪狀犱犃．犑．犓犻狀犻犮犽犻．２００５．“犘狊狔犮犺狅犾狅犵犻犮犪犾

犪狀犱犘犺狔狊犻犮犪犾犠犲犾犾犅犲犻狀犵犱狌狉犻狀犵犝狀犲犿狆犾狅狔犿犲狀狋：犃 犕犲狋犪犃狀犪犾狔狋犻犮犛狋狌犱狔．”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
犃狆狆犾犻犲犱犘狊狔犮犺狅犾狅犵狔９０（１）：５３－７６．

犕犲狉狋狅狀，犚狅犫犲狉狋犓．１９３８．“犛狅犮犻犪犾犛狋狉狌犮狋狌狉犲犪狀犱犃狀狅犿犻犲．”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犚犲狏犻犲狑３
（５）：６７２－６８２．

犖犲狑犿犪狀狀，犑狅狔犘．１９８４．“犛犲狓犇犻犳犳犲狉犲狀犮犲狊犻狀犛狔犿狆狋狅犿狊狅犳犇犲狆狉犲狊狊犻狅狀：犆犾犻狀犻犮犪犾犇犻狊狅狉犱犲狉狅狉

犖狅狉犿犪犾犇犻狊狋狉犲狊狊？”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犎犲犪犾狋犺犪狀犱犛狅犮犻犪犾犅犲犺犪狏犻狅狉２５（２）：１３６－１５９．

犘犲犪狉犾犻狀，犔犲狅狀犪狉犱犐．１９７５．“犛狋犪狋狌狊犐狀犲狇狌犪犾犻狋狔 犪狀犱 犛狋狉犲狊狊犻狀 犕犪狉狉犻犪犵犲．”犃犿犲狉犻犮犪狀

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犚犲狏犻犲狑４０（３）：３４４－３５７．

犘狉狌狊，犛狋犲狏犲狀犌．犪狀犱犈犾犾犲狀犌犲犲．２００３．“犌犲狀犱犲狉犇犻犳犳犲狉犲狀犮犲狊犻狀狋犺犲犐狀犳犾狌犲狀犮犲狅犳犈犮狅狀狅犿犻犮，

犔犻犳犲犛狋狔犾犲，犪狀犱犘狊狔犮犺狅狊狅犮犻犪犾犉犪犮狋狅狉狊狅狀犔犪狋犲狉犔犻犳犲犎犲犪犾狋犺．”犆犪狀犪犱犻犪狀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
犘狌犫犾犻犮犎犲犪犾狋犺９４（３）：３０６－３０９．

犚犪犱犾狅犳犳，犔犲狀狅狉犲犛．１９７５．“犛犲狓犇犻犳犳犲狉犲狀犮犲狊犻狀犇犲狆狉犲狊狊犻狅狀：犜犺犲犈犳犳犲犮狋狊狅犳犗犮犮狌狆犪狋犻狅狀犪狀犱

犕犪狉犻狋犪犾犛狋犪狋狌狊．”犛犲狓犚狅犾犲狊１（３）：２４９－２６５

犚犪犱犾狅犳犳，犔犲狀狅狉犲犛．１９８０．“犚犻狊犽犉犪犮狋狅狉狊犳狅狉犇犲狆狉犲狊狊犻狅狀：犠犺犪狋犱狅犠犲犔犲犪狉狀犳狉狅犿犜犺犲犿？”

犘狆．９３－１１０犻狀犜犺犲犕犲狀狋犪犾犎犲犪犾狋犺狅犳犠狅犿犲狀，犲犱犻狋犲犱犫狔犕犪狉犮犻犪犌狌狋狋犲狀狋犪犵，犛狌狊犪狀

犛犪犾犪狊犻狀，犪狀犱犇犲犫狅狉犪犺犅犲犾犾犲．犖犲狑犢狅狉犽：犃犮犪犱犲犿犻犮犘狉犲狊狊．

犚犪犱犾狅犳犳，犔犲狀狅狉犲犛．犪狀犱犇狅狀犪犾犱犛．犚犪犲．１９８１．“犆狅犿狆狅狀犲狀狋狊狅犳狋犺犲犛犲狓犇犻犳犳犲狉犲狀犮犲犻狀

犇犲狆狉犲狊狊犻狅狀．”犘狆．７７－１１０犻狀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犻狀犆狅犿犿狌狀犻狋狔犪狀犱犕犲狀狋犪犾犎犲犪犾狋犺，犲犱犻狋犲犱

犫狔犚狅犫犲狉狋犪犌．犛犻犿犿狅狀狊．犌狉犲犲狀狑犻犮犺，犆犜：犑犃犐犘狉犲狊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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犚狌狊犺犻狀犵，犠犻犾犾犻犪犿犃．１９７１．“犆犾犪狊狊，犆狌犾狋狌狉犲，犪狀犱‘犛狅犮犻犪犾犛狋狉狌犮狋狌狉犲犪狀犱犃狀狅犿犻犲’．”犃犿犲狉犻犮犪狀

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狔７６（５）：８５７－８７２．

犚狔犪狀，犑狅犺狀．１９８１．“犕犪狉犻狋犪犾犛狋犪狋狌狊，犎犪狆狆犻狀犲狊狊，犪狀犱犃狀狅犿犻犪．”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犕犪狉狉犻犪犵犲犪狀犱狋犺犲

犉犪犿犻犾狔４３（３）：６４３－６４９．

犛犮犺狅犲狀犫狅狉狀，犆犺犪狉犾狅狋狋犲犃．２００４．“犕犪狉犻狋犪犾犛狋犪狋狌狊犪狀犱犎犲犪犾狋犺：犝狀犻狋犲犱犛狋犪狋犲狊，１９９９－２００２．”

犃犱狏犪狀犮犲犇犪狋犪５１（３）：１－３２．

犛犻犿狅狀，犚狅犫犻狀犠．２００２．“犚犲狏犻狊犻狋犻狀犵狋犺犲犚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犺犻狆狊犪犿狅狀犵犌犲狀犱犲狉，犕犪狉犻狋犪犾犛狋犪狋狌狊，犪狀犱

犕犲狀狋犪犾犎犲犪犾狋犺．”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狔１０７（４）：１０６５－１０９６．

犛犻犿狆狊狅狀，犕犻犾犲狊犈．１９７０．“犛狅犮犻犪犾犕狅犫犻犾犻狋狔，犖狅狉犿犾犲狊狊狀犲狊狊，犪狀犱犘狅狑犲狉犾犲狊狊狀犲狊狊犻狀犜狑狅犆狌犾狋狌狉犪犾

犆狅狀狋犲狓狋狊．”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犚犲狏犻犲狑３５（６）：１００２－１０１３．

犛犽犻狀狀犲狉，犌．犠．２００２．“犉犪犿犻犾狔犪狀犱犚犲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犻狀犈犪狊狋犃狊犻犪：犆犺犻狀犪，犓狅狉犲犪，犪狀犱犑犪狆犪狀犆狅犿狆犪狉犲犱．”

狑狑狑．犻狀犳狅．犵狅狏．犺犽／狊犳犪犪／犉狅狉犿／狊犵犾／犕犪狀狌狊犮狉犻狆狋狊／犘狉狅．犳％２０犛犽犻狀狀犲狉犮狊％２０狉犲狆狅狉狋．犱狅犮．

犛狉狅犾犲，犔犲狅．１９５６．“犛狅犮犻犪犾犐狀狋犲犵狉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犆犲狉狋犪犻狀犆狅狉狅犾犾犪狉犻犲狊：犃狀犈狓狆犾狅狉犪狋狅狉狔犛狋狌犱狔．”

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犚犲狏犻犲狑２１（６）：７０９－７１６．

犛狋狌狉犿，犚狅犾犪狀犱犪狀犱犆犪狉狅犾犲犚狅犪狀犌狉犲狊犲狀狕．２００２．“犚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狅犳犐狀犮狅犿犲犐狀犲狇狌犪犾犻狋狔犪狀犱犉犪犿犻犾狔

犐狀犮狅犿犲狋狅犆犺狉狅狀犻犮犕犲犱犻犮犪犾犆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狊犪狀犱犕犲狀狋犪犾犎犲犪犾狋犺犇犻狊狅狉犱犲狉狊：犖犪狋犻狅狀犪犾犛狌狉狏犲狔

犻狀犝犛犃．”犅狉犻狋犻狊犺犕犲犱犻犮犪犾犑狅狌狉狀犪犾（３２４）：２０－２３．

犜犺狅犻狋狊，犘犲犵犵狔犃．１９８６．“犕狌犾狋犻狆犾犲犐犱犲狀狋犻狋犻犲狊：犈狓犪犿犻狀犻狀犵犌犲狀犱犲狉犪狀犱犕犪狉犻狋犪犾犛狋犪狋狌狊犇犻犳犳犲狉犲狀犮犲狊犻狀

犘狊狔犮犺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犇犻狊狋狉犲狊狊．”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犚犲狏犻犲狑５１（２）：２５９－２７２．

犜狉犪狏犻狊，犚狅犫犲狉狋．１９９３．“犜犺犲犕犗犛犃犾犻犲狀犪狋犻狅狀犛犮犪犾犲：犃狀犃犾狋犲狉狀犪狋犻狏犲狋狅犛狉狅犾犲’狊犃狀狅犿犻犪犛犮犪犾犲．”

犛狅犮犻犪犾犐狀犱犻犮犪狋狅狉狊犚犲狊犲犪狉犮犺２８（１）：７１－９１．

犜狌狉狀犲狉，犚．犑犪狔犪狀犱犠犻犾犾犻犪犿犚．犃狏犻狊狅狀．１９８９．“犌犲狀犱犲狉犪狀犱犇犲狆狉犲狊狊犻狅狀：犃狊狊犲狊狊犻狀犵犈狓狆狅狊狌狉犲

犪狀犱犞狌犾狀犲狉犪犫犻犾犻狋狔狋狅犔犻犳犲犈狏犲狀狋狊犻狀犪犆犺狉狅狀犻犮犪犾犾狔犛狋狉犪犻狀犲犱犘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
犖犲狉狏狅狌狊犪狀犱犕犲狀狋犪犾犇犻狊犲犪狊犲狊１７７（８）：４４３－４５５．

犠犪犵狊犪犳犳，犃犱犪犿犪狀犱犈犾犱犱狔狏犪狀犇狅狅狉狊犾犪犲狉．２０００．“犐狀犮狅犿犲犐狀犲狇狌犪犾犻狋狔犪狀犱犎犲犪犾狋犺：犠犺犪狋犱狅犲狊

狋犺犲犔犻狋犲狉犪狋狌狉犲犜犲犾犾犝狊？”犃狀狀狌犪犾犚犲狏犻犲狑狅犳犘狌犫犾犻犮犎犲犪犾狋犺２１（１）：５４３－５６７．

犠犪犾犱狉狅狀，犐狀犵狉犻犱犪狀犱犑犲狉狉狔犃．犑犪犮狅犫狊．１９８９．“犈犳犳犲犮狋狊狅犳犕狌犾狋犻狆犾犲犚狅犾犲狊狅狀犠狅犿犲狀’狊犎犲犪犾狋犺

犈狏犻犱犲狀犮犲犳狉狅犿犪犖犪狋犻狅狀犪犾犔狅狀犵犻狋狌犱犻狀犪犾犛狋狌犱狔．”犠狅犿犲狀犪狀犱犎犲犪犾狋犺１５（１）：３－２０．

犠犪犾狋犲狉狊，犞犻狏犻犲狀犲，犘犲犵犵狔犕犮犇狅狀狅狌犵犺，犪狀犱犔犻狊犪犛狋狉狅犺狊犮犺犲犻狀．２００２．“犜犺犲犐狀犳犾狌犲狀犮犲狅犳犠狅狉犽，

犎狅狌狊犲犺狅犾犱犛狋狉狌犮狋狌狉犲，犪狀犱 犛狅犮犻犪犾，犘犲狉狊狅狀犪犾犪狀犱 犕犪狋犲狉犻犪犾 犚犲狊狅狌狉犮犲狊 狅狀 犌犲狀犱犲狉

犇犻犳犳犲狉犲狀犮犲狊犻狀犎犲犪犾狋犺：犃狀犃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狋犺犲１９９４犆犪狀犪犱犻犪狀犖犪狋犻狅狀犪犾犘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犎犲犪犾狋犺

犛狌狉狏犲狔．”犛狅犮犻犪犾犛犮犻犲狀犮犲牔犕犲犱犻犮犻狀犲５４（５）：６７７－６９２．

犠犪狉狉，犘犲狋犲狉．１９８７．犠狅狉犽，犝狀犲犿狆犾狅狔犿犲狀狋，犪狀犱犕犲狀狋犪犾犎犲犪犾狋犺．犗狓犳狅狉犱：犗狓犳狅狉犱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犘狉犲狊狊．

犠犻犾狊狅狀，犚狅犫犲狉狋犃．１９７１．“犃狀狅犿犻犲犻狀狋犺犲犌犺犲狋狋狅：犃犛狋狌犱狔狅犳犖犲犻犵犺犫狅狉犺狅狅犱犜狔狆犲，犚犪犮犲，犪狀犱

犃狀狅犿犻犲．”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狔７７（１）：６６－６８．

犠犻狀犽犲犾犿犪狀狀，犚犪犻狀犲狉．２００９．“犝狀犲犿狆犾狅狔犿犲狀狋，犛狅犮犻犪犾犆犪狆犻狋犪犾，犪狀犱犛狌犫犼犲犮狋犻狏犲犠犲犾犾犅犲犻狀犵．”

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犎犪狆狆犻狀犲狊狊犛狋狌犱犻犲狊１０（４）：４２１－４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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